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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利用优化和空间防控策略对非点源污染风险控制及水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太

湖流域典型平原河网地区-上海市青浦区为研究对象，将灰色线性规划模型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相结合，以控制非

点源污染风险和增加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为目标，进行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与空间分区防控研究，在空间上划设了水

资源保育区、水资源重点防护区、非点源污染一般阻控区、非点源污染中等阻控区及非点源污染重点阻控区，并针

对不同分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与 2012 年相比，预测 2020 年优化防控方案下，可减少总氮、总磷的输出

10.96%和 41.33%。由此表明，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构建空间差异化防控机制是有效调控非点源污染风险，实现区域

可持续土地利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证生态环境安全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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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水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及点源污染控制水平的逐步提高，区域非点源污染尤其是农业和农村生活引起的非点源

污染是当今水环境恶化的主要污染源，同时也是当前水污染控制研究的难点
[1]
。非点源污染风险控制已成为世界各国环境保护与

治理的热点问题之一。非点源污染的形成与土地利用结构和景观格局等因素关系密切，土地利用方式、土地利用结构和景观格

局的差异，直接导致了非点源污染物输出量、迁移特征与区域生态系统调节机制的不同
[2]
。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活动是非点源

污染发生的根本原因。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说，人类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对陆表生态系统进行了重构与改造，改变了物质

的输出、迁移方式，打破了区域生态系统的平衡，从而提高了非点源污染发生的风险。

目前，非点源污染的控制和管理主要通过采取各种“最佳管理措施”(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BMPs)来实现
[3, 4]

。例如，

针对三峡库区蓄水后香溪河水体富营养化趋于严重的问题，Strehmel 等
[5]
借助 SWAT 模型，进行肥料减量化与保护性耕作措施的

非点源污染评估。研究结果表明耕作措施对土壤侵蚀和磷的流失具有重要影响；为减少磷污染输出负荷，梯田的建设与保持比

减少肥料更为有效。Zhang 等
[6]
以北京市密云水库上游流域为研究区，应用 CLUE-S 和 SWAT 耦合模型进行不同土地利用情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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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负荷评估，通过在河岸带建立植被缓冲带、坡耕地的退耕还林等措施，可显著降低氮磷污染输出负荷，从而实现对农业非

点源污染的有效控制。近年来随着景观生态学的发展，其以强调空间格局、生态过程与尺度的交互作用，将人类活动同生态系

统结构与功能耦合分析等优势，在非点源污染空间优化领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7]
。例如，Seppelt 等

[8]
基于动态空间显性生态模

拟模型，对农区景观格局与营养盐流失进行模拟，提出了农区景观格局优化的途径。石燕璐
[9]
以江苏省宜兴市为例，运用最小耗

费距离模型，以水质保护为目标确定了案例区植被缓冲区的最佳生态位置。以上研究表明，在宏观层面进行区域土地利用结构

优化和空间布局是控制非点源污染的有效途径
[10]

。然而，纵观上述研究其在考虑各景观类型的生态过程强弱的差异上，多为凭

借主观经验，很少从景观类型的污染物输出特性来识别非点源污染的“源”、“汇”风险格局。此外，从区域土地结构优化与

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分区调控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更鲜有报道。基于此，本文首先从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角度，运用灰色线性

规划方法对非点源污染约束条件下的土地利用结构进行优化；然后依据景观生态学“源”、“汇”理论，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

型，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空间布局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分区防控措施，以期现实非点源污染风险的有效控制。

1 方法与模型

1.1 研究区概况

本文选取上海市青浦区作为研究单元，该区域位于上海市西郊，太湖下游，黄浦江上游。地理坐标为 30°59’～31°16’N、

120°53’～121°17’E，土地总面积约 670.14 km2，占上海市总面积的 10%，境内地势平坦，河网密集，水面率达 16.65%。极

密的河网分布和较大的水域面积，使得水环境较容易接受来自外界的各种污染物。淀山湖为上海市主要水源地之一，承担了全

市近 50%的饮用水供给量。为确保水源地水环境质量，青浦区执行了严格的地表水环境标准，特别是淀山湖地区，当地的工业和

畜牧养殖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形成了以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为主的农业产业结构。近年来，青浦区非点源污染风险防控日益受

到重视，尤其是随着高集约化农业生产模式的推广，加剧了氮、磷等养分的流失。农业非点源污染已成为青浦区、特别是淀山

湖地区水体富营养化和水质恶化的重要原因。

1.2 数量优化

1.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灰色线性规划方法， 以青浦区 2012 年 1∶50 000 土地利用图作为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的基础，结合青浦区土地资

源特点以及土地利用规划的要求，进行土地利用结构的数量优化。以 2012 年为基期，规划目标年为 2020 年，设置 9 个决策变

量：耕地 X1(包含旱地 X1a和水田 X1b)、园地 X2、林地 X3、养殖水面 X4、其它农用地 X5、农村居民点用地 X6、城镇用地 X7、交通运

输用地 X8、水域(养殖水面除外)及水利设施用地 X9。

1.2.2 约束条件

约束条件主要考虑与土地利用密切相关的土地资源、社会需求和生态环境要素等 3 方面。根据研究需要，其设置应满足总

量约束、青浦区宏观规划约束、生态环境约束、粮食安全约束及非负约束(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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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目标函数的构建

(1)生态环境效益最大化

以单位面积上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作为变量系数，建立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生态环境效益最大化的目

标函数。本文以谢高地等
[16]
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算法为基础，依据青浦区 2012 年统计数据，计算研究区不同生态系统的净初

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进而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进行了本地化修正和补充。关于 1 个标准单

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确定问题，鉴于区域尺度实际应用中无法完全消除人为因素的干扰以准确衡量农田生态系统自

然条件下能够提供的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本文参考谢高地等[16]的处理方法，将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粮食生产的净利润作

为1个标准当量因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依据2000～2012年粮食生产效益的历史序列数据，并以2000年不变价，采用DGM(1,

1)模型预测青浦区 2020 年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粮食生产的净利润(1 个标准当量因子的价值量)为 6 000 元/hm
2
·a。水产养殖

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取值为 475 000 元/hm
2
·a

[17]
。此外，为了便于目标函数的构建，非农建设用地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取 1
[18]
，从而得到青浦区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表 2)。

目标函数确定为：

(2)经济效益最大化

利用 2000～2012 年青浦区相关统计数据及农户调研数据，采用离散型灰色预测模型 DGM(1, 1)预测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经

济效益。其中，城镇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依据《上海市青浦区土地资源利用和土地资源保护“十二五”规划》土地集约利用调

控指标，假设 2020 年单位建设用地产出水平在 2015 年的基础上提高 30%，达到 2 470 000 元/hm
2
。其目标函数确定为：

(3)综合效益最大化

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偏好以及专家知识对土地利用效益权重进行确定。本文组织了青浦区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学者、政府

官员、农技推广人员及农户)对土地利用效益的各个方面的重要程度进行了讨论，最终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权重分别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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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 和 0.55。因此，目标函数确定为：

1.3 土地利用分区防控方案

1.3.1 空间分区模型

(1)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MCR)是指物种从“源”到目的地运行过程中所耗费的代价，其最早

由 Knaapen 等人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然后由俞孔坚等人将该模型引入国内物种迁移、生物多样性保护、城乡规划等领域，

进行了大量应用研究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 20]

。其基本公式如下：

式中：MCR 为最小累积阻力值；f为 1个最小累积阻力与生态过程正相关性的函数；min 为不同途径取累积最小值；Dij为物

种从源 j 到景观单元 i 的空间距离；Ri为单元 i对某物种运动的阻力系数，表示每个单元对于某种物体或现象运动通过时的摩擦

系数，其值的高低代表通过的难易程度；Σ为单元 i与源 j之间穿越所有单元的距离和阻力的累积。模型的计算通过 Arcgis10.1

中 Spatial Analyst 模块中的 Cost Distance 功能实现。

(2)空间分区方法

为实现生态效益最大的同时有效调控非点源污染物的迁移，以生态用地扩张和非点源污染物扩张 2个过程的最小累积阻力

差值作为土地利用空间分区的主要依据。其公式如下：

当 MCR 差值=0 时，表示为 2个过程最小累积阻力值相等，是生态用地和非点源污染物扩张用地之间的分界线；当被评价单元

MCR 差值<0 时，为水资源保育与防护区域；当 MCR 差值>0 时，是非点源污染物迁移的重点防控区域，需设计缓冲带以防止因非点源

污染物的迁移而引发的环境污染。

1.3.2 参数设置

(1)“源”地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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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CR 模型中，“源”是物流和能流的主要集散地，对周围土地具有辐射作用，辐射能力随距离增加而减弱，即成本随距

离逐渐增大。根据景观生态学“源”、“汇”理论，生态用地扩张过程中，“源”主要为淀山湖及其它湖泊。非点源污染的发

生机制源于“源”景观的土壤养分通过其它景观向“汇”景观的迁移，基于上文土地利用非点源污染输出负荷的结果，将最大

养分输出负荷的土地利用类型(农村居民点)确定为“源”。

(2)阻力系数的设定

准确量化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阻力系数是 MCR 模型的关键。将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分为 2 类，即以湖泊等生态用地保护和以

农村居民点等非点源污染物迁移的土地利用类型。针对生态用地保护与扩张的阻力系数设定问题，以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为基础，同时参考已有研究成果作为赋值标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衡量不同景观生态功能的重要依据，土地利用

类型的单位系统服务价值越高，生态功能越完善，生态流在其中就愈发顺畅，阻力系数就越低
[21]

。由于景观空间的异质性，非

点源污染物迁移的过程中会受到不同的阻力，其阻力大小随土地单元的类型而异，同一土地单元对于不同的扩张过程分别起着

阻碍或促进作用
[22]
。因此，针对非点源污染的阻力系数设定问题，本文主要考虑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源”营养物质的迁移阻

力。众所周知，影响氮磷养分迁移的因素有很多，然而鉴于青浦区主要的土壤类型是水稻土， 占耕地总面积的 99.2%，地势平

坦、河网密集等实际情况，各土地利用类型对农村居民点的阻力值可以根据土地利用类型的氮磷输出负荷确定。污染物输出负

荷越高的土地利用类型对非点源污染物迁移起促进作用，污染物输出负荷越高其阻力越小，非点源污染风险越大；污染物输出

负荷越小的土地利用类型对非点源污染物迁移起阻碍作用，污染物输出负荷越小其阻力越大，非点源污染风险则越小。为便于

计算，本文将非点源污染输出负荷最高的农村居民点污染物的阻力系数设为 1。针对其他土地利用类型阻力系数的赋值，首先采

用离差标准化法使原始数据映射到[0–1]之间，然后根据输出负荷越高则阻力系数小，通过 1 与离差准标化后数据的差值得到

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阻力系数。具体方法如下：

式中：Ri为土地利用类型 i对农村居民点氮或磷迁移的阻力系数；xi为土地利用类型 i 的非点源污染输出负荷；Xmin为所有

土地利用类型非点源污染输出负荷最小值；Xmax为所有土地利用类型非点源污染输出负荷最大值。根据公式(3)得到各土地利用类

型的 TN 阻力系数和 TP 阻力系数(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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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

依据上述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利用 LINGO11 软件进行求解，得到非点源污染控制下青浦区综合效益最大的土地利用结构

优化方案(表 4)。2020 年青浦区水田、养殖水面、其他农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处于减少状态，其中养殖水面、农村居民点用

地减少幅度最大，分别由 2012 年的 6 951.44hm
2
、4 067.55 hm

2
减少至 2020 年的 3 666.67 hm

2
、820.00 hm

2
，所占青浦区总面

积的比重由 10.38%、6.07%降至 5.47%和 1.22%；旱地、城镇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呈增加的状态，其中旱地和城镇用地增加最多，

其比重分别由 2012 年的 14.24%、16.56%增加至 2020 年的 18.98%和 21.41%。青浦区旱地主要种植经济作物和蔬菜，旱地的增加

提高了集约农业土地利用的经济价值，同时对农业技术的推广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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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可知，2020 年青浦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的经济效益为 4613 197.84 万元，相比 2012 年，经济效益增加 28.12%，

同时减少了 TN、TP 输出 169.08 t 和 79.83 t，降幅分别为 10.96%、41.33%，有效降低了非点源污染风险。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土地利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证生态环境安全的有效途径。

2.2 空间分区

(1)阻力面的生成

依据最小耗费距离计算方法，将研究区划分为 30 m×30 m 栅格，根据栅格的土地利用类型赋予阻力系数，构建代价表面，

利用 Arcgis10.1 空间分析模块中成本距离(Cost Distance)计算得到 TN 迁移阻力面、TP 迁移阻力面及生态用地扩张阻力面(图

1a)。根据地表水质标准中，TN 和 TP 的浓度限值，设置权重将 TN 迁移阻力面和 TP 迁移阻力面进行叠加，得到非点源污染迁移

阻力面(图 1b)。然后对生态用地扩张阻力面和非点源污染迁移阻力面进行归一化处理，并采用公式(2)，得到青浦区非点源污染

土地利用格局阻力模型， 最终阻力值在–0.998～0.991 之间(图 2)。以淀山湖和主要湖泊为源地的生态用地扩张的阻力面随着

距离的增加从“源”向外逐步扩张，阻力值越来越大，从青浦区西部的源地向东部和南部阻力值逐步增加，青浦区生态用地向

南部和东北方向的扩张空间最大。以农村居民点为污染源的非点源污染迁移的阻力面，低阻力值区呈现围绕农村居民点密集的

点状分布特征，高值区为远离农村居民点、耕地及城镇用地的淀山湖等主要湖泊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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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水资源保护和非点源污染控制的分区防控方案

分区阈值一般通过寻找突变点确定，本文以最小累积阻力差值与栅格数目关系的突变点和分界点 0作为分区阈值(表 6)，从

水资源保护和非点源污染防控的角度将青浦区划分为 5 个区域，即水资源保育区、水资源重点防护区、非点源污染一般阻控区、

非点源污染中等阻控区及非点源污染重点阻控区(图 3)，5 个区域面积分别为 3 966.32 hm
2
、10 875.21 hm

2
、29 560.48 hm

2
、

11 797.12 hm
2
和 10 777.88 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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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水资源保育区主要分布在青浦西部的淀山湖及其他主要湖泊，该区域为上海市主要的水源地之一，承担着上海市 50%的饮

用水量。鉴于此，上海市政府将其列为上海市水源地保护区，执行最严格的保护规定，管理措施需严格实行《上海市饮用水水

源保护条例》和《上海市水环境功能区划》等的相关规定，“严禁一切对水质和水量产生不利影响的开发建设活动”(例如禁止

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和严禁使用化肥和农药等)。此外，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限制和逐步减少渔业和畜牧业等高环

境负荷的土地利用方式，适当增加湿地、林地等生态用地面积，以保障饮用水的可持续供给。

②水资源重点防护区主要分布在金泽镇和朱家角镇北部和练塘北部的水网区域，该区域水系发达，坑塘水面众多，应重点

关注河道的连通性和廊道景观的保持，同时禁止生活垃圾填埋、生活废水直排河道，恢复坑塘水面和末端河流的自然植被，维

持河流的自然形态和增强其联通性。

③非点源污染的阻控区主要以采用多种技术措施控制非点源污染物进入水体为主导，同时适当减少高非点源污染负荷的土

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其中，非点源污染的一般阻控区主要分布在盈浦街道、夏阳街道，朱家角镇和练塘的南部，香花桥街道和

白鹤镇的西部区域，该区域是水资源重点防护区与非点源污染中等防控区相衔接的过渡区域，在维持水系、坑塘水面的自然景

观和连通性外，还需进行土地利用类型和结构调整，减少高非点源污染输出负荷的土地利用面积。值得注意的是，分布于水资

源重点保护区内的非点源污染一般阻控区还需围绕该区域边缘划设缓冲带，以减少非点源污染物向水资源重点防护区的迁移。

此外，提高城镇化水平，逐步减少农村居民点面积，积极开展淀山湖等主要饮用水源地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也是综合治理非

点源污染一般阻控区的关键措施之一。

④非点源污染中等防护区和重点防护区主要分布在华新镇、重固镇、赵巷镇和徐泾镇以及香花桥街道和白鹤镇的东部区域，

该区域非点源污染物迁移导致的环境风险较高。因此，该区域需采取多种措施减少非点源污染物的输出，以及通过多种技术手

段阻控非点源污染物进入水体，针对已受 TN、TP 污染的水体应实施修复治理工程，逐步提高水体的环境质量。

3 讨论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科学划分非点源污染风险控制分区，建立差异化的分区防控机制是有效控制非点源污染风险的关键。

本文以青浦区为例，采用灰色线性规划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区域非点源污染风险控制进行了有益尝试。灰色

线性规划模型具有良好地解决非线性问题的能力和易适性的特点，弥补了一般线性规划的不足，有效解决了土地资源数量的优

化配置问题。然而，灰色线性规划参数的精准度直接关系到土地数量优化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参数预测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

传统的灰色模型 GM(1,1)主要适用于单一指数增长数据序列，对序列数据波动较大的情形预测精度较低，限制了灰色预测模型的

广泛应用。DGM 作为 GM(1, 1)模型的精确形式，采用离散形式对 GM(1, 1)模型进行改进，弥补了常规 GM(1, 1)预测模型的不足
[23]
。因此，本文采用 DGM(1, 1)进行相关参数的预测，得到了较好地预测精度。

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空间区划方法，综合考虑了景观单元间的内在联系，在生态安全格局优化方面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和扩展性
[24]

，本文充分考虑了水源地保护和非点源污染迁移 2方面的因素，所构建的分区防控模式便于不同区域提出具有针对

性的防控措施，与传统水资源保护的水利片划分的保护模式相比，在空间上凸显了保护机制的差异性。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空

间分区优势可为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提供空间数据支撑，从而有利于从规划层面协调水资源保护和防控非点源

污染风险。阻力系数的设定是最小阻力模型分析的重要前提，阻力系数强调的是各土地利用类型对水资源保护和非点源污染阻

控的相对影响大小，本文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各土地利用类型非点源污染输出负荷为依据，分别赋予水资源保护和非点源污

染迁移不同的阻力系数，并对数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了相对较高的模拟精度。然而非点源污染防控是一个十分复杂地过程，

既有土壤类型、坡度、植物覆被、降雨等自然因素，亦有化肥投入、农田管理措施等人为因素；同时还受到人口、城市乡镇污

水管网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探讨综合以上因素科学构建阻力系数，应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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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上海市青浦区为案例研究区，以非点源污染风险控制为目标，采用灰色线性规划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进行非点源

污染风险差异化分区防控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采用灰色线性规划方法构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模型，求解综合效益导向下青浦区土地利用结构，2020 年青浦区土地利用

结构优化方案的经济效益为 4613 197.84 万元，相比 2012 年，经济效益增加 28.12%，同时减少了 TN、TP 的输出 169.08t 和 79.83

t，降幅分别为 10.96%、41.33%，有效降低了非点源污染风险。

(2)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在空间上划设水资源保育区、水资源重点防护区、非点源污染一般阻控区、非点源污染中等阻

控区及非点源污染重点阻控区，并针对不同分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由此表明，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构建空间差异化

防控机制是有效调控非点源污染风险，实现区域可持续土地利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证生态环境安全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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